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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要求（Eradze et al., 2019）。因此，教育智能体的发展应当完成从模型驱动走向意图驱动的

重要转向。在该转变中，前者面向单点任务优化、关注模型本身的能力边界和智能体输出，

后者面向教学全过程支撑、关注教育活动的目标组织和智能体协同。因此，教育智能体不应

被理解为独立于教学过程之外的工具集合，而应被理解为能够对齐教学意图、调度课堂流程

并沉淀过程证据的编排系统。 

2 从模型驱动到意图驱动：教育智能体的范式转向 

2.1 模型驱动的教育局限 

模型驱动是当前教育智能体最常见的运行逻辑。在这种逻辑下，系统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

为语言生成、内容归纳、问题回答、资源推荐等能力的提升，教学应用往往以把某一项任务

做得更快、更好为目标。这类应用提升了教育活动中的部分效率，但其内在结构依然是从任

务输入到模型输出的线性模式。该模式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它默认教学任务是可以被切割和

孤立处理的，却较少考虑这些任务之间的前后依赖、角色关系和目标一致性。课堂中的教学

目标并不天然等于模型的任务目标，学生的学习轨迹也不天然等于系统的对话上下文。如果

缺乏对教学意图的识别、对课堂步骤的组织以及对过程证据的回收，教育智能体就只能在局

部环节发挥作用，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教—学—评联动（Newton et al., 2021）。更重要

的是，模型驱动强调的是能回答、能生成、能建议，而课堂真正需要的是能对齐、能执行、

能协同。在教育场景中，单次高质量回答并不必然带来教学成效，真正有意义的是系统能否

在恰当时间、恰当环节、以恰当方式介入，并且为后续评价和改进留下可追溯依据。如果模

型驱动关注的是模型能输出什么，那么意图驱动关注的则是系统如何围绕教学目标组织过程

并达成结果。 

2.2 意图驱动的教育内涵 

与模型驱动不同，意图驱动并不以模型输出本身为中心，而是以教学目标、课堂任务和学

习证据之间的组织关系为中心。所谓意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用户表达偏好，而是指教学情

境中由课程目标、任务要求、学习者状态与评价标准共同规定的行动指向，因而具有目标约

束、任务推进与评价导向三重属性。因此，意图驱动的教育智能体，不再只是对输入做出响

应，而是要能够围绕教学目标理解任务、分解步骤、组织资源、调用工具并回收反馈。也就

是说，系统不仅要知道说什么，更要知道为何说、何时说、对谁说、说完之后如何形成下一

步行动。在教学设计支持场景中，这种转向意味着教育智能体开始由内容输出工具转变为任

务组织系统（Wang et al., 2025）。在当前教育语境下，意图驱动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

它要求教学目标先于工具调用，所有技术介入都应服务于课程标准、学习任务与评价要求。

第二，它要求行动过程可组织，系统能够根据课堂进程对任务进行分解与调度，而非仅在被

提问时被动响应。第三，它要求过程结果可回收，系统在支持教学的同时保留学习证据，为

形成性评价和后续改进提供依据，尤其在虚拟探究等过程性评价场景中更为关键（郑毅，

2024）。 

2.3 意图驱动为何必然走向编排 

意图驱动之所以必然走向编排，根本原因在于教学意图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教学成效，只

有当其被转译为可执行的活动流程、角色关系与证据链条时，才可能真正进入课堂；因此，

当教育智能体被置于教学全过程之中时，其实现形式就不可能只是对话增强，而必然走向系

统编排。这是因为教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多主体参与、跨环节推进、受规则约束的组织过程。

课堂中的目标设定、活动切换、资源调用、学习评价与反馈调整，并不是平铺展开的，而是

存在明确的时序关系、角色分工和证据要求（Dillenbourg, 2013）。课堂编排的意义就在于，

将教学法、活动流程、角色互动与评价证据组织为一个有序系统。若缺乏这种组织视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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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计、课堂观察与学习评价之间就容易彼此分离，难以形成过程闭环（Eradze et al., 2019）。

教育智能体一旦从会回答变成会支持，再从会支持变成会协同，其底层逻辑就不再是单轮对

话，而是围绕意图组织流程的编排机制。因此，意图驱动不是模型驱动的简单升级版，而是

教育智能体的一次范式转向；而编排，则是这种范式在教育场景中的具体落地形式。基于此，

下文进一步从目标层、机制层与治理层对教育智能体的编排范式展开阐释。 

3.教育智能体编排范式 

为了系统阐述教育智能体如何从单纯的技术工具转化为深度融入教学过程的组织机制，本

文构建了教育智能体意图驱动的编排范式理论框架（如图 3所示）。该框架采用自上而下的

三层递进结构：顶部为目标层，明确从教学意图到成功标准的转化，确立价值与方向；中部

为机制层，构建目标—规划—行动—反馈的最小编排闭环，实现从输出内容到组织过程的范

式转向；底部为治理层，通过可解释、可执行与可审计三大原则对系统运行进行制度性约束。

同时，该范式在各层级中重新厘清了教师作为价值裁决者、学生作为反思主体、智能体作为

执行单元的协同关系。 

 

图 1 教育智能体意图驱动的编排范式 

3.1 目标层：从教学意图到成功标准 

意图驱动的起点不是技术模块，而是教学目标。任何教育智能体若要真正进入课堂，都必

须首先回答两个问题：其一，要服务什么样的学习目标；其二，何种学习结果可以被视为达

成。也就是说，教学意图必须先被形式化为可以识别、可以检验的成功标准，教育智能体的

所有后续行为才能获得方向依据（Newton et al., 2021）。该层面中，教师并非被智能体替代，

而是仍然承担目标设定与价值判断的核心职责。教师决定课堂要达成什么、哪些证据能够说

明学生发生了有效学习、哪些环节可以交由智能体支撑、哪些决策必须保留人为裁量。也正

因如此，教育智能化不能脱离教育目的本身。 

3.2 机制层：目标—规划—行动—反馈的闭环 

在目标明确之后，教育智能体的关键不再是直接给出结果，而是围绕教学意图形成过程闭

环。基于此，本文提出目标—规划—行动—反馈的最小编排闭环，以说明教育智能体如何由

内容输出工具转变为课堂过程的组织机制。其中，目标是编排的起点，强调将课程标准、课

堂任务与评价要求转化为清晰的成功标准；规划是中介环节，强调将教学目标进一步转译为

可执行的活动路径与支持策略；行动是智能体真正进入教学过程的关键，意味着系统能够在



GCCCE 2026  

72 

 

恰当时机介入任务推进；反馈则负责回收学习证据与过程痕迹，为形成性诊断与后续调整提

供依据。该闭环改变了教育智能体的存在方式。在模型驱动阶段，系统主要输出内容；在意

图驱动阶段，系统开始组织过程。前者为可调用的知识接口，后者为可参与的教学机制。 当

目标、规划、行动与反馈形成最小闭环之后，教育智能体就不再只是一个在课堂边缘提供帮

助的工具，而成为能够嵌入教学流程、介入活动推进并支撑评价判断的过程性角色。 

3.3 治理层：可解释、可执行与可审计 

教育智能体之所以不同于通用智能体，关键还在于它必须接受教育治理逻辑的约束。课堂

并不是任由系统自由试错的技术环境，而是具有明确责任边界、伦理要求与评价标准的制度

场域。围绕教育场景中负责任人工智能与可接受性的讨论，已经为教育智能体治理提供了重

要参考（Karran et al., 2025）。因此，意图驱动的编排范式除了要解决如何组织，还要回答如

何负责。这意味着，教育智能体的运行必须至少满足三个要求。其一是可解释，即系统为何

这样规划、为何这样介入、为何形成这样的反馈，应当能够被教师理解和复核；其二是可执

行，即编排方案不能停留在建议层面，而应能够对接真实教学流程与工具链条；其三是可审

计，即系统的关键操作、过程留痕、异常处理与结果依据都应保留记录，以便进行责任追踪

和效果评估（Rupp et al., 2012）。进一步看，治理层的提出还意味着要重新界定人机关系。

教师是目标与价值的最终裁决者，学生是意义建构与反思的主体，教育智能体则是流程层的

行动执行单元。这说明，教育智能体的编排范式并不是用机器替代教学，而是在坚持教育主

体性的前提下，让智能体承担可量化、可重复、可回溯的支持性流程。 

4 结语 

面对教育智能体日益广泛的应用趋势，仅仅围绕模型能力展开优化，已难以回应课堂教学

的真实需求。教育场景不是若干独立任务的集合，而是一个由目标、活动、评价与反馈共同

构成的连续系统。从知识传递走向认知建构与情境认知的教育转型，也说明教学支持系统必

须嵌入更完整的学习过程之中。因此，教育智能体的发展不应停留在模型更强的技术逻辑上，

而应转向意图如何落实的教育逻辑上。本文提出从模型驱动到意图驱动的教育智能体编排范

式，试图说明教育智能体的关键价值，不在于它能提供多少内容，而在于它能否围绕教学目

标组织过程、支持协同并沉淀证据。就现实推进而言，未来教育智能体若要走向规模化课堂

应用，还必须进一步回应标准、规范与部署治理等问题。只有当教育智能体能够将教学意图

稳定转译为可执行、可解释、可审计的课堂流程时，其应用价值才可能由工具可用真正迈向

教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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